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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英国最大小报《世界新闻

报》因电话窃听事件成了世界新闻界的最大

丑闻。“窃听门”事件的戏剧化发展、默多

克本人在英国议会听证会上的遭遇，都成了

全球新闻热点。但是，在讨论中很少被谈到

的，是默多克和新闻集团的危机，是自由主

义新闻范式危机的戏剧性演绎；而这一危

机，又与过去30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引

发的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存在着鲜明的互

构关系。

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的历史与政治

理想化的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是这样

的：私人拥有、商业广告资助和高度竞争与

自律的新闻业、自由主义传统和美国第一宪

法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政府

的“第四权力”力量、以《纽约时报》所代

表的专业主义水准和公共服务意识。这种模

式的主导霸权与英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

的政治经济霸权相互同构，几乎取得了“普

世”的地位，影响着当下世界各地有关理想

现代新闻制度的想象。“窃听门”事件之所

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弹，是因为它彻底撼动

了理想化自由新闻主义模式中的基本理论假

定。

实际上，由广告商资助的、以私人牟利

为目的的英美新闻业，是特定的阶级政治考

量的产物。如我在《传播与社会》一书中引

证英国报业史的一项研究论及，在英国报业

史上，出版印花税的废除以及报业市场向资

本的全面开放，是英国资产阶级改革派希望

通过报业的全面市场化和建立由广告商资助

报纸的新闻商业模式，达到控制社会话语、

建立资产阶级意识主导权的政治目的。

19世纪20~30年代，随着英国社会劳资

阶级冲突的激烈化，英国劳工阶层和激进左

翼通过逃避印花税的非法出版物开拓他们自

己的话语空间，冲击现有的精英报业及其主

导话语体制。1836年初，《穷人卫报》和

《警察纪事》这两份非法激进报纸一天的销

量就超过《泰晤士报》一周的销量。在如何

有效控制这些地下刊物以及它们的声音的问

题上， 一部分统治精英主张用政府的力量来

“堵”， 而另一种策略则主张放开市场，

通过资本的力量来达到支配主流话语的政治

与意识形态目的。后一种策略在英国议会的

辩论中以及随后的政策与商业逻辑发展中获

胜。在1836年到1855年期间，限制报业全面

市场化和资本化的印花税逐步被废除，英国

报业进入了商业化大发展的时期，而激进的

劳工报刊在市场和资本的挤压下，逐渐失去

了生存条件。

当然，资本并没有抛弃下层劳工市场。

它在为上层和中产阶级精英办严肃报纸的同

时，为下层劳工提供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

倾向于右翼的小报。这些貌似站在下层民众

立场的小报，挪用了激进工人阶级报刊的一

部分修辞，倡导消费主义，并通过体育、娱

乐和庸俗的八卦新闻吸引受众。虽然小报在

“窃听门”与自由主义新闻体制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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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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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理想新闻模式中没有任何地位，但

是，它们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在整个传媒业

中的地位，都不可低估。

默多克就是这个历史过程的最大得益

者、推动者和集大成者。1969年，默多克购

得英国最大的小报《世界新闻报》，同年，

收购《太阳报》——《太阳报》是最能体现

以上商业逻辑的政治性的报纸。

《太阳报》的前身《每日导报》，诞生

于1910年英国印刷工人的一场罢工运动，原

是一份激进的左翼报纸。到了1933年，它

以200万份的每日销量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

报纸。因此，伦敦的保守报纸把它视作竞争

对手，发动了一场针对它的市场战争。虽然

有巨大而忠诚的读者群体，这份报纸最终还

是没法在英国的报业市场安身立命。 1964

年，《每日导报》停刊，其业主改出《太阳

报》。1970年，变成小报后的《太阳报》

以其用整版篇幅刊登半裸美女照片的‘第三

版’名声大震，迅速成了英国报业市场的宠

儿。《太阳报》与《世界新闻报》一起成了

默多克全球新闻霸业的两块重要基石。

新闻伦理、行业自律

与专业主义的制度条件

随着市场自由主义新闻观霸权地位的确

立，英国报业“市场革命”所隐含的深层政

治和阶级历史早就被遮蔽。广告商资助的牟

利新闻不但成了新闻业的“自然”状态，而

且几乎成了“自由的新闻业”的代名词。与

此同时，政府补贴的新闻业成了“不自由”

的新闻业的代名词。冷战语境下东西方新闻

制度的对立更强化了这种新闻观。事实上，

即使在美国，如《美国新闻业的死与生》一

书所示，直到20世纪初，新闻应该全部私营

并让市场来主宰这一观念还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新闻业的多元化与国家有意识的资助制

度安排有直接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

国家通过公共服务的邮政系统对报刊业在邮

资上的优惠和资助。这种资助大大降低了美

国报刊发行的成本，使小型出版物在地广人

稀的美国的流通成了可能。总之，国家权力

对美国新闻制度的形塑，从来不仅仅在于新

闻免于政府干预的“负面自由”。

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也有其特定的制

度和社会文化条件。由于美国的政治地理特

性，商业广告机制在报业运作的必然结果之

一是产业集中，垄断性的“一城一报”市场

格局逐渐形成。到了20世纪，以新闻客观

性为核心的媒体专业主义和新闻业自律，成

了媒体业主们防范国家干预其资本积累自由

和维护私有新闻产业的政治和社会措施。同

时，李普曼等人所倡导的新闻不屈从于资

本的公共服务意识，也成了作为“新中产阶

级”一部分媒体人自我身份认同的依托。二

战以后，政治经济领域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带

来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媒体经济。媒体公司

的“经理人革命”、家族企业的退出和公司

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把传统的报业大

亨推到了后台，经理人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开

始主导媒体日常经营。广播的兴起，尤其是

公共广播制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建

立，更对英美自由主义新闻业的商业原则和

资本逻辑，起到了一定的抑制和中和作用。

在美国，虽然商业广播占了主导地位，公共

利益和本国控制一直是国家管制广播电视和

节制资本的两个重要原则。

以上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

的相互作用，为媒体自律和专业主义的发展

默多克：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媒体急先锋

在美国，虽然商业广

播占了主导地位，公共利

益和本国控制一直是国家

管制广播电视和节制资本

的两个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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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体制性前提。美国的商业广播电视体

制，之所以能在20世纪60~70年代推出诸如

CBS的《60分钟》这样高度体现媒体专业主

义精神的节目，部分原因就是在国家权力的

保证下，由ABC、CBS 和NBC三家商业电视

寡头的垄断结构所带来的相对稳定的资本积

累条件，以及体育与娱乐等高利润节目对新

闻在媒体公司内部的交叉补贴。针对商业性

广播电视偏重娱乐性节目、忽略新闻时事内

容的倾向，联邦通信委员会制定了广播电视

内容方面的一系列公共服务管制条款，尤其是

著名的“公正准则”：这一准则要求广播电视

提供一定时段的时政节目；为了避免片面性， 

这一准则还要求广播电视在报道有争议的时政

问题时，给予争论各方以均等的机会。

但是，处于专业主义高峰期的战后英美

媒体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它有精英主义

和家长制的倾向，在论题和新闻议程设置方

面相对狭窄。另一方面，这种以提供客观公

正信息为主的新闻，因没有了政治激情和鲜

明的立场而失去了其感染力。以BBC为代表

的公共广播就是例子。对一般公众，尤其是

下层民众而言，这种精英媒体可敬不可亲；

资本和政治右翼对此更是不满：公共服务和

本国控制原则限制了资本逻辑的深化和全球

扩张，专业媒体人群在政治立场上有明显的

左翼倾向，而媒体产业中工会的力量也太

强。到了1970年代末，一场颠覆性的新自由

主义革命呼之欲出。

默多克和新闻集团：

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媒体急先锋

如果说19世纪英国报业的全面市场化是

资产阶级针对工人阶级所发动的一场意识形

态争夺战的一部分，那么默多克则是20世纪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政治

和意识形态的代表，也是发动新自由主义革

命的意识形态急先锋。在媒体和意识形态领

域，默多克所引领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所挑战

的是战后“嵌入式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

义的修正、媒体专业主义文化对商业利益的

钳制、国家管制对资本逻辑的羁绊。

默多克对英国政治的影响要追溯到30多

年前的撒切尔夫人和以“撒切尔主义”所代

表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革命。

对默多克而言，商业与政治密不可分。

在为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八卦、美女和体育

的同时，默多克通过自己的管理实践和麾下

报纸的新闻报道，与撒切尔在摧毁英国工会

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铁板同

盟。最著名的案例，一是在1984~1985年，

默多克所控制的媒体在撒切尔政府摧毁强大

的英国矿业工会的斗争中持有坚定的反工会

立场，一是在1986~1987年，他对集团内部

印刷工人工会给予了致命打击。 1990年代

后期，当英国工党以“新工党”的面目重新

执政，并承认“我们都是撒切尔主义者了”

的时候，默多克已基本完成了其作为新自由

主义革命的媒体急先锋和意识形态教父的角

色。 

可以说，默多克在过去30年中与英国两

个主要政党的关系不仅仅是“投之以桃，报

之以李”的简单交易，而是在推进新自由主

义革命中的共同阶级利益联盟。英国政府不

仅无法干涉默多克在传媒领域推进资本积累

逻辑的强硬手段，而且还提供了各种优惠政

策。例如，新闻公司最先被禁止进入英国电

视业界。但默多克还是于1989年在卢森堡

注册了专门面向英国的卫星电视频道天空电

视。1990年， 默多克的卫星公司兼并了另一

家设在英国本土的卫星电视公司，在伦敦成

立了“天空卫视”。虽然这一举动违反了刚

刚生效两天的英国新电视法，英国政府还是

默认了这一事实。

与此同时，默多克拥有的英国报纸与

撒切尔一道，成为BBC所代表的公共广播电

视制度的抨击者。在英国，《泰晤士报》和

《星期日泰晤士报》在经营上亏本，但在影

响精英舆论方面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默

多克通过交叉补贴等方式掌控了这两家报

纸，使自己的媒体权力涵盖了英国社会各个

阶层。到了“窃听门”前夜，英国现有的新

闻管制条款已无法有效地阻止默多克全面并

在媒体和意识形态领

域，默多克所引领的新自

由主义革命所挑战的是战

后“嵌入式自由主义”对

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媒

体专业主义文化对商业利

益的钳制、国家管制对资

本逻辑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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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天空卫视”，从而实现其对英国媒体业

更全面地控制。从这个意义上，“窃听门”

的曝光事实上成了英国国家阻止默多克传媒

帝国在英国进一步扩张的唯一杀手锏。而当

一个国家要靠非常机遇来对付一个媒体集团

的时候，自由主义新闻观中有关政府权力与

媒体权力关系的假定，也就彻底被颠覆了。

默多克也是美国媒体业新自由主义化的

急先锋。他在1985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后，

购买美国的几家地方电视台，1986年组建

了FOX电视网，从而打破了美国商业电视由

ABC、CBS和NBC三家所形成的商业利益和

公共利益的相对平衡局面。到了新世纪，默

多克的FOX有线新闻电视网，更以其鲜明的政

治立场几乎成了茶党的非正式喉舌。

FOX在美国迅猛发展，是因为美国国家

权力和广播电视管理法规的改变。与撒切尔

在英国政治经济和媒体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革

命相呼应，里根政府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的

传媒放松管制政策为美国媒体的新自由主义

革命鸣锣开道，这也为FOX电视网在美国立

足大开了方便之门。作为这些改革的一部分，

著名的“公正准则” 于1987年在各种公共利

益团体的一片反对声中被废除。从此，评论

者，尤其是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可以信

口开河，整个媒体意识形态迅速右翼化。需要

强调的是，与其说下层民众天生就有右翼的

政治倾向，毋宁说，媒体业主的阶级利益和

基于广告的商业媒体，不欢迎那些既有左翼

倾向，又有高收视率的内容。

在英美成功启动与推进了传媒业的新自

由主义革命后，默多克的传媒帝国从1990年

代开始向全球扩张。到了2000年，新闻集团

已在50多个国家拥有500多家子公司。把新

闻公司看成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标杆性公

司和意识形态标兵，大概并不过分。

金融危机下的

新自由主义新闻秩序的危机

然而，事物的发展的确有其辩证法。以

默多克和新闻公司为代表的英美传媒业强力

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为自己积聚了

财富与权力，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宣告了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危机，为这场革命

立下汗马功劳的报业则成了最大的牺牲品。

媒体一直在报道金融危机；但是，它们没有

报道的是媒体业本身的危机，尤其是新闻业的

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就是：由广告资助的、

私人营利的新闻商业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这一危机的核心在报业，但危机的渊源

在于传媒业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报纸一直是

非常盈利的产业。但是，与1960和1970年

代不同，传媒业主们不再把报纸当作事业本

身来经营，而是把报纸当作支撑产业扩张的

“现金奶牛”。他们通过减缩报业成本，从

报业抽取高额利润，再用报业的利润来并购

其他媒体。默多克就是这一经营策略的最精

明和最著名的实践者。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带

来的放松管制为这些媒体在跨媒体并购和扩

大市场份额等方面提供了可能；新技术和放

弃本国控制原则为媒体资本扩张提供了新的

疆域；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投资者把媒体

业当作另一投机领域提供了金融和文化心理

上的支持。

当然，这种策略的必然结果是新闻报道

质量的下降、专业主义的衰落和极端商业主

义对基本新闻伦理底线的践踏。“窃听门”

是这一趋势登峰造极的发展。但是，整个英

美主流媒体业最大的丑闻应该是他们在以下

“窃听门”的曝光成了英国国家阻止默多克进一步扩张的唯一杀手锏

“窃听门”的曝光事

实上成了英国国家阻止默

多克传媒帝国在英国进一

步扩张的唯一杀手锏。而

当一个国家要靠非常机遇

来对付一个媒体集团的时

候，自由主义新闻观中有

关政府权力与媒体权力关

系的假定，也就彻底被颠

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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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事中的表现：他们在伊拉克战争中不断

重复有关萨达姆与拉登联盟和“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的谎言；他们在2008年金融海啸前

对华尔街投机者们没有起到任何监督作用。

“窃听门”因为被新闻界侵犯的对象是失踪

小女孩而触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但是，有

谁会想到英美新闻业的危机与伊拉克战争中

那些无辜的牺牲者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那

些失去房子、工作的下层劳工阶级的关系？

当世界舆论在谈论默多克和他的传媒帝国的

命运的时候，更相关的问题也许是，新自由

主义化了的新闻业所维系的英美自由主义民

主，又该何去何从？

结语：重构后危机时代的

新闻观念与秩序？

“窃听门”在英美引发了要求国家加

强媒体管制的呼声并不奇怪。实际上，更激

进的媒体改革声音一直在呼吁，英美新闻业

需要一次对当年商业革命“否定之否定”的

根本性革命。当下，在美国，一些媒体改革

者在倡导美国政府通过财政和税收机制强力

资助报业和调查性新闻业，包括资助订阅报

纸、鼓励把现有盈利性但已无法靠广告生存

的报纸转型为非营利机构，对非营利报纸实

行新的优惠政策，通过设立国家基金扶持新

闻，甚至由国家支付调查性记者的一部分工

资等。

但是，这场讨论是否可以挽救英美新

闻业于危机之中，从而导致“一次自下而上

的‘整风’”或“另一种形式的无暴力社会

革命”（《南方周末》），还有待观察。同

时，在我们讨论默多克传媒帝国在英美影响

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帝国并不外

在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英美自由主义

新闻模式也影响深远。例如，胡舒立在一篇

《过度监管不是出路》的文章中就写道：

“媒体自律有能力实现自我完善。无人能否

认，窃听丑闻最终败露正是《卫报》等严肃

报纸锲而不舍调查的结果。改进监管的方向

不是威权主义，而是坚持60多年来国际新闻

界的主导思潮，重申‘自由而负责任’……

它强调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同时并不否认，

媒介自律优于来自国家权力的他律。”

在当下的中国，这番话语显然非常有

针对性。但是，综上所述，这里有几点值得

重申。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新闻

自由，而是谁的自由和干什么的自由：是公

民的新闻自由还是作为跨国公司雇员的新闻

记者和资本牟利的自由；第二，如上面的讨

论所示，自律与他律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

关系；第三，“60多年”的时间跨度掩盖

了1980年代前后两个阶段的重要区别，掩

盖了英美新闻业在新自由主义革命后的深刻

危机；最后，《卫报》作为严肃报纸这点不

错，但这里的关键性区别不是严肃报纸与小

报的区别。《卫报》是一个叫苏格兰基金的

非营利机构所办的报纸，在这个意义上，它

是市场自由主义报业的例外。更值得一提的

是，《卫报》本身也面临着经济困难。今

天，《卫报》捍卫了英美自由主义新闻的谜

思，使一个世界传媒巨无霸不能全部吞噬

“天空卫视”；明天，这个模式及其维系的

民主制度还能靠它保住一片蓝天吗？ 

（作者单位：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默多克和新闻集团的故事并不外在于中国

“窃听门”因为被新

闻界侵犯的对象是失踪小

女孩而触及了人们的道德

底线，但是，有谁会想到

英美新闻业的危机与伊拉

克战争中那些无辜的牺牲

者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那

些失去房子、工作的下层

劳工阶级的关系？


